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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部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动“科普硕士”培养已近三年，各试点单位分别探索出多种培养路径，形成上海模式、广州模式等特色培养方式，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有待继续完善之处。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向、招生和就业、校馆合作、科普硕士培养模式和知识结构方面。为此，有以下建议值得考虑：树立大科普理念，明确人才培养方向；理顺关系、打通招生就业之路；在互利共赢中深化校馆合作；构建当代中国特质的科普硕士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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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普高层次专门人才（即“科普硕士”）培养工作是在刘延东国务委员2012年1月的指示下启动的，国务院办公厅和教育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为推动这一事业分别出台了两个文件：《听取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情况汇报的会议纪要》(国阅〔2012〕11号)和《教育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培养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教研厅〔2012〕1号)，这样，高校与科技场馆合作培养科普硕士便正式拉开了序幕。中国科协会同教育部联合推动全国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试点，首批纳入试点的包括六校（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七馆（中国科技馆、山东科技馆、上海科技馆、浙江科技馆、湖北省科技馆、武汉市科技馆和广东科学中心）。通过两年多的实践，形成了风格不同的“上海模式”（在职培训订单式培养）和“广东模式”（科技馆全面参与招生、就业、开题、答辩等多个环节）等，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源于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如有专业学位的共性问题、全日制专业学位的共性问题等；也有科普硕士的独有问题，如几乎所有专业学位都是在其已在（学术型）学科目录占有了一席之地情况下向专业学位的拓展，而科普在学术型学科目录二级学科里本就不存在，再如学科内科学文化与科技传播范式不断冲突等。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内地已有20多年历史了，科普硕士目前仅处于试点阶段，挂靠于教育硕士、新闻传播硕士、艺术硕士等专业，形成了不同培养方向，如科技场馆内容展示、科普教育、科普传媒等。在这一事业的开创期，中国科协及相关部门的热情推动必不可少，如中国科协对第一届科普硕士就业“包分配”的承诺。但若想持续推动这一事业，尚需依靠市场及教育规律本身，而找准问题症结、提出可行性建议实属当务之急。
二、科普硕士培养中的问题
现将各调研单位反响强烈的几个问题列述如下。
1、培养目标及方向
这集中体现在对“高层次科普人才”的理解上。
首先，究竟“高”在何处？尽管“高层次专门人才”在各种政策文件及专家解读中是作为对 “专业硕士”、“专业学位”的解释[1]，但这并不妨碍对其内涵作进一步追问。当前国内外高等教育界关于专业学位学术性、职业性或实践性都存在的诸多争论[2]也凸显出这一问题的难度。调研中，我们搜集到多种对于“高”的理解。
    高是专业素质方面的高，即沿本科所学专业再增加科普内容，可通俗说成是80%专业加20%科普，如工程硕士延长一年学习科普，期满后授予工程硕士学位，或双学位，即“科普硕士+ X”培养模式；
高应体现在一种眼界，一种终生学习的能力。当代教育的专业性过强，而重要的是带给学生一种理念以更好适应社会多元需求；
    高就是科学文化素质，即对于科学史、科学对社会影响的全面把握，对科学文化属性的认知；
    中国科技馆束为馆长观点很简洁：高是对这项事业的爱；
高主要不应是指学生的专业，科技馆所需人才，仅靠专业课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科普硕士培养所指向的具体领域
科普尤其是科协科普面向的领域是异常广大的，包括城市社区、田间地头、企事业单位、青少年学生等，《推进培养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试点工作方案》指出：先期开展培养科普教育人才、科普产品创意与设计人才、科普传媒人才等三个方向的试点工作。[3]华中科技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要针对科普教育，兼及科普产品创意与设计，这确可与科技场馆的专长紧密结合，故招生简章中明确“理工科背景”、“科技馆方向”即在情理之中了。另几所院校培养方向各不相同，华中师范大学主要针对中小学科学教师，中国科技大学主要面向科普传媒，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则是在气象科普领域涵盖了展品制作、传媒等方向。 
    对于“高”和“科普”的理解，势必牵涉到院校依托类型、层次、学科及所在地区等诸多问题，如目前对人才需要最迫切的是西部和基层，而试点单位却都集中于中东部，这势必造成学生就业期望值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脱节。科协辛辛苦苦培养出的人才能否留在科普领域着实引人深思。即便试点单位人才定位都是科技馆，然而中科馆的专家并不领情，“在全国高校中试点院校是否最擅长此事、所选院系是否最擅长此事？至少从科技馆这个领域来说并非如此”。
只有全面透彻理解 “高层次科普”，方能精准确定试点地区、试点单位、依托学科，从而更有针对性的编写教学大纲、制定培养计划等。
2、招生和就业
拥有一流生源并培养出杰出校友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4]。除华东师大外，试点高校招生皆属全日制专硕，且绝大多数为理工类应届生。这里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调剂，当然由于认知度、高额学费、奖学金制度等原因导致专业学位研究生调剂比例普遍较高，而科普硕士尤甚，如华中科技大学2014级科普硕士调剂率为100%，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93%（见表1），究其原因，主要原因应在于挂靠教育硕士、设置于文科院系却只招收理工类考生等的制度设计。高调剂率也使得生源中211以上高校毕业生比例明显偏低，如华中科技大学2013级科普硕士有90%来自非211院校。
表  6所试点高校2014年“科普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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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十分广阔：企事业单位、高校、政府机关、报社等，这从中国科技大学新闻传播硕士历年的就业情况可以看出。科协各单位在前两届科普硕士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4届83%毕业生进了中国科技馆，不过报考中出现了无法报名等问题，原因在于现有学科目录中并没有“科普”专业，报名系统也未收录“教育技术（科普）”等名称。无独有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气象科普也因学科目录中无“科学技术史”二级学科导致学生无法参加科协考试的情况。面向中小学科学教师似乎是教育硕士的应有之选，然而很多中小学并无专职科学教师岗位，而多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如数理化，甚至体育、音乐，学科地位明显不高。有些地方（如南京）虽明文规定每所中小学皆须配备至少两名科学教师，但却硬性要求须师范类专业，而科普虽挂靠教育硕士却不属于师范专业。这使得面向中小学科学教师的就业并不顺利。所以，在科技馆、科协无配套政策支持的形势下，极可能会出现科普硕士想留而无法留在科普领域的尴尬局面。
3、校馆合作
《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全日制专业硕士在学期间须有不少于1年的实践教学环节，国内有特色的培养模式也突出表现在对实践教学的安排上，如3111、三明治、五段制管理、成果导向型等培养模式等。由于高校往往用专硕的学费来补助学术型硕士的培养甚至将其作为学校院系创收的手段[5]，使得原本就不充足的专硕实习经费显得更加捉襟见肘，所以很多高校的实践教学多流于敷衍。与此相比，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强力推动的校馆合作就显现出极大优势，但若想持续合作就必须充分考虑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首先，经费问题。有些高校在调研中坦言对招生名额及相关费用的渴望。实习中的经费（学生的市内交通补助、午餐补助、实习考察的交通费等）、教师出国访学费用几乎都是科协筹集，研究生创新项目亦由中国科技馆组织开展。即便如此，有些高校还是面临诸多困难，如北京师范大学始终未能解决学生住宿问题，指导教师不得不从自己的其他项目中拿出经费以支持学生到校外租住，这种情况显然难以持久。另外科技馆方面，教师课酬、实践指导费用都没有计入工作人员的绩效，有些科技馆难以承担或不愿意承担这部分费用，使得学生实习处于僵持状态，如华中科技大学2014级新生至调研时仍未与湖北省科协签订协议。
    其次，学科评估问题。由于科普硕士挂靠其他专业学位，而教育部对各专业学位必修课科目、学时、学分等都有明确规定，如教育硕士就是培养中小学教师，所以课程全部围绕中小学教学进行，而科技场馆的展教主要针对公众非正规“教育”，为了同时满足场馆和大纲对教育硕士的要求，就形成了诸多对教育硕士评估来说比较“奇怪的”学科设置，如大纲中的《青少年心理》演变成的《青少年科普心理》、《教育概论》演变成的《教育与科普概论》等，这必然与教育部的评估发生冲突。
再次，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的话语权之争。校内导师和科技馆第二导师团队对于学生学位论文选题和项目指导存在明显差异，学校偏学术理论，场馆偏技术操作，校内导师难以针对科技馆选题进行有效指导。但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又取决于高校，这导致两者的合作始终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即便如广东科学中心和广州工业大学的合作，第二导师团队已通过制度明确介入了招生、论文开题、答辩等环节，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困境。
4、科普硕士培养模式和知识结构
不论试点单位还是非试点单位，教学无不按基础课、专业课等学科来设计，未见专业硕士培养和学术型硕士的显著差别，中国科大积30年科学传播办学经验，已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中形成了自己科技编辑到科技传媒的特色，培养模式也得到用人单位认可，其开设课程也是在多年社会反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试点院校很多课程对于整个科普事业来讲似无太大意义，更鲜见培养单位对于科普完整的理解及清晰的思路，
科普是通过对科学进行重构从而 “普在民所、及至人心”，其涵盖了文理等多个学科，就直接相关的而言就涉及了理学、教育、科学的社会研究、媒体研究等[6]，充斥着科技哲学、新闻传播、科技史等多个学科进路，至少有中心广播、科学文化两种研究范式。英国皇家学会从《公众理解科学》到《科学与社会》[7]等几个科学传播报告在内容上愈益重视科学风险及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也反映出科学传播的复杂性。科普硕士是面向科协培养人才，科协系统的科普与科技部、中科院、卫生部、农业部及其他部委或民间机构如果壳网等开展的科普活动相比有何特殊性？表现在科学文化素养、文理融合抑或是公众理解科学能力（或态度）还是公众参与科学？各校的课程内容未见对此的深层剖析。
国外大学在科学传播相关方向上课程设置也各不相同，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重科学哲学，美国耶鲁大学重科学写作（science writing）、密歇根大学重科学教育（science education）等，但作为一个领域总是存在主要问题域和核心知识节点的，S . Miller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科学传播领域的4个模块思想：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科学与社会中政治的倡议（Political Initiatives）、科学争论（Science Controversies）和职业的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8]其中两个都与对科学的哲学反思、文化反思相关。但在试点单位所列的必修课及科普高层次人才培养教指委制定的《培养要求》中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HPS）几乎只有科学史学科。而对于科学史的理解也多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观念，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仍旧局限于李约瑟范式，这样必然会带来科学传播模式的局限（缺失模型），而难以使学生掌握全面的科学传播观及对科普的深层把握。
三、思考与建议
    1、树立大科普理念，明确人才培养方向
科普要面向公众，需要联合其他部门，仅于科学谈科学极易导致科学主义与传播上的缺失模型，前文所提及的“高”，我们认为热爱、眼界是整个教育所应追求的，非科普硕士所独有，而只有将科学技术放在科学观、科学史观、科学传播观的科学文化大框架中才能准确定位科学。作为指导机构的教指委其成员的学科背景应尽量多样，以避免同质化，并广泛听取科普界的各种声音，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内部的，应该涵盖科普领域主要的学术机构：科技新闻学会、科普作家学会、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学会等[9]。
科普是个广大的领域，而当前的科普硕士培养仅局限于科技场馆方向，纵览科普硕士10个教学实践基地，非科技馆的只有果壳网一家。科技馆的确集成了多种功能，比如展教，设计等，这也是最初确定校馆合作的原因，但科普硕士绝不是专门为科技馆培养人才，将稀缺的授课学时完全放在这部分是否合适？培养出的毕业生是否能够适应异质化的科学传播环境？科技馆自身都未完全认可专门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毕业生，我们又凭什么期待其能在更大的科普空间崭露头角？ 与之相关的是，依托的学科及院校都需要进一步论证。挂靠学科首先应考虑科技传播专业，继而拓展至农业推广、社会工作、MPA等专硕类型或像中山大学设置类专业学位以培养新专业，试点高校不应局限于985高校，可以扩大至211或普通高校甚至高职，试点地区也应该扩大到西部地区。逐渐形成大范围多领域的各单位自由申请、中国科协负责审核评估的高校与科技场馆自由结合的新局面。不过，科普硕士培养不会一直由科协来做，科协只能是第一级推动火箭，进入国民教育序列、按教育规律和市场来办教育无疑是大势所趋。
2、理顺关系、打通招生就业之路
专业型与学术型硕士的同质化招考及培养模式、奖学金学费的差异政策、落榜学术型考生被调剂到专业学位等诸多因素促成了专业硕士普遍的被剥夺感[10]，以及社会声誉的恶化，科普硕士多在理工科院校的文科系而只招收理科生，这样带来了畸高的调剂率。诚然调剂并不完全是坏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工科各专业生源很优秀。但调剂无疑会强化学生的自卑及社会对专业学位的负面评价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
招生中对于理工科学生的青睐，直接原因是科技馆展品设计岗位的需求以及理工科院校大量的理工科落榜生的存在，更深的根源一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科学家做出的科普才是真正的科普，山东科技馆和武汉中科院植物园的专家很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见解，二是科技场馆目前工作仅满足于展品制作，未提升到科学文化传播的高度。国外持续着文理的科学大战，国内也出现了如转基因、PX建厂等争议性事件，这提示我们科普绝不仅是对科学知识的简单推广，而是在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大背景下对于科学的重构，所以招生中适当照顾到各个学科的比例不失为明智之举。另外，除了全日制专业学位，业内人士的在职学习也应纳入顶层规划，各个试点单位可据自身情况出台相应制度。
专业学位本是面向职业的，但在我国即便是发展多年的专业学位如医学、法学等专业仍然存在诸多就业瓶颈，科普硕士作为一个新兴的学位，其就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自然更多。长远来看，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大及专业化程度提升，定能带出一个学科──科普学与一个职业──科普师，逐步构建与世界接轨的科普执业资格考试及专业认证制度，彻底打通科普硕士的教育和就业之路。目前来看，需要中国科协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协同解决的几个紧迫问题有：提高中小学科学教师地位，增加专任教师数量；在公务员网上报名系统及学科目录里列出科普相关专业，避免出现学生报考难题；借鉴免费师范生、西部计划、思政教师学历提升等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人群在就业方面的相关制度，完善科普硕士就业的政策法规体系，以确保优秀科普人才能够留在科普领域。
3、在互利共赢中深化校馆合作
    校馆合作中经费问题、高校与科协关系问题急需正视并稳妥解决。
1）、经费方面
实践教学推高了专业学位的培养费用，科普硕士实践教学的费用目前主要由科协系统单方面给予了支持。但长远看，若无制度规范，单纯由科协挤占其他开支的扶持方式难以行远。中国科协会同教育部尽早出台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各级地方财政给予试点工作财政支持（项目），中国科协与教育部也应该参照其他部门的做法，给予试点工作相应的经费支持，华中科技大学具体提出了支持额度及分配办法：按学生人头每生拨5000元，其中学生3000元，学校1000元，实习单位1000元。项目方面，除目前中国科协的研究生创新项目需提高覆盖面外，其他国家部委的国家科技计划等课题也应该加大对包括科普硕士在内的专业学位的支持力度。
2）、两者关系方面
尊重各方利益和意愿，充分满足各方要求，努力为高校教师、科技场馆第二导师团队提供事业发展的空间。如对于校内教师，能促使其科研水平、论文发表层次、职称晋升有较大作用。科技馆方面希望实习时间最好在暑期或人流高峰期7-10月，并能延长到4-5个月，这样既可以缓解场馆的工作压力，又能给科技馆留下一些优秀的剧本、课件。这样就需要在制度上有明确规范，如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内跨学科平台对于整合校内资源具有明显优势，其与湖北省科协的双主任架构也别出心裁，切实保障校外导师团队在招生、开题、答辩各个环节的发言权，增强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科技馆与高校的深层差异在于两种思维的差异，体现为理论—技术、学术自由—行政科层、抽象化—实践智慧等方面。科技馆应积极向研究机构发展，而不是趋向于行政官僚化。但从当前的科研现状来看，很难称科技馆为一个研究机构，如中国科技馆1998-2015年在CSSCI的发文不足10篇（检索时间：2015年8月5日），在CSCD的发文不足10篇，而美国探索馆SCI论文超40篇，其中有些刊在世界顶级期刊Science上。若没有较高的专业水平怎能表明这一职业已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专业呢？科技馆在形成了强大的研究能力后完全可以自己申报科普硕士的学位点，类似与国外的“公司大学”，这不失为一种新的人才培养途径。
4、构建当代中国特质的科普硕士培养模式
一些成熟的专业学位大多形成了自己品牌的实践教学，如法学硕士的“法律诊所”、医学硕士的“挂科实习”等，同时，基于杜威的生活教育、赫尔本•施耐德的合作教育理论以及吉本斯的新知识生产模型等理论也愈益催生出不同培养模式试点。对于科普硕士，欲形成有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亟待厘清。第一、明确当代中国科普的知识结构。科普之所以能形成一个领域进而构成学科需有自己的理论内核，而彰显中国特质对当下中国科普来讲不可或缺。一般而言，中国特质即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当下中国民众科学素养水平、科学主义程度及社会重大需求等。将这些中国的符号融入科普，依此再分殊出科普教育、科普新闻、展品设计等分支，继而构建出中国的科学传播学。第二、科协科普的主要内容。在国家大部级框架中，科协与科技部等部委的科普工作除党口政口不同外，并未见更深刻系统的研究。科协工作一在科技创新，二为科技普及，作为科技创新的“搅局者”（韩启德语）创造出了英才计划、高校科学营等活动，作为科技普及则有农技协、文化礼堂（浙江）、科普中国e站等。科普硕士为科协培养人才，那科协的工作方式、主要领域、发展趋势等皆需深刻把握。融合科协系统五大科普计划，以创新激励和信息化两大引擎为支柱设计主要工作的路线图实乃当务之急。第三、专业学位模式的特质。专业学位是具有学术要求的职业型教育，是技能型知识与言传型学科知识的统一。其重点在于保留班级授课制下，通过学科教学、在有限教学时间里达到职业性要求，为此，技能型知识的演进逻辑首先需要予以澄清，而CDIO等模式及SECL等模型即是针对职业思维进行的有益探索。在中、西有关意会认识基础上挖掘技能型知识独特的教育学、心理学规律，并由此构建不同于学科范式的教学组织形式有待深入研究。
（感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黄宝印主任、中国科协徐延豪书记在论文写作中给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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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raining Master of Science Popularizing
Wang Yong-wei,  Xu Shan-yan , Liu Li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t has been three years sin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AST accelerated the training of Master of Science Popularizing. Every experimental university explore training mode respectively, for instance Shanghai mode and Guangzhou mode. Of cours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ettled, which include enrolling students and obtain employment, the cooper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framework of knowledge etc.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build a principle of bi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define a direction of intellectual training, increase the ties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trengt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by double win way, construct a new training mode of MS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ster of Science Popularizing; professional degree; the Status Quo of training ;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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